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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眼中的澳门与台湾
———从 1660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进攻澳门计划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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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7 世纪中前期，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者为了其在亚洲殖民贸易的需要，曾多次计划从葡
萄牙殖民者手中夺取澳门。如果对东印度公司进攻澳门的计划追根溯源，便可以发现其产生、实施、
搁置、重启，其实无不与台湾有着密切的联系，是 17 世纪中前期东亚海洋争霸的大背景下，澳门与
台湾在荷兰殖民者眼中地位变化的体现。而它的最终破产，也正是东印度公司在澳门与台湾之间举旗
不定、顾此失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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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 年 7 月 17 日，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 (今印尼雅加达)总部的派遣下，一支由 12
艘战船、600 名士兵组成的舰队从巴达维亚启程，向台湾大员港 (今属台湾台南)进发。此次舰
队派遣，是在荷兰台湾殖民当局的一再请求下做出的，其目的是为了防御郑成功可能对台湾发动
的进攻。然而巴达维亚总部“不能容忍这样一支强大而宝贵的舰队到达大员后发现无所事事而
一无所获地返回巴城”，①根据其对舰队指挥樊特朗所下达的指示，“如果国姓爷来犯的传言再次
烟消云散”，则要率领这支舰队去夺取葡萄牙殖民者控制下的澳门。②因此当舰队抵达台湾之后不
久，由于并未发现郑成功进攻的迹象，樊特朗便坚决要求执行进攻澳门计划，进而与荷兰台湾长
官揆一产生了严重的矛盾。1660 年 10 月 22 日，大员评议会决定推迟对澳门的进攻，要求樊特
朗将舰队继续留在大员，此举引发了后者的强烈不满。1661 年 2 月，樊特朗愤然返回巴达维亚，
东印度公司此次进攻澳门计划最终胎死腹中，而这也成为了日后巴达维亚总部指控揆一等人的一
大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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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福建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7 世纪郑荷关系与台湾海峡局势研究”(项目号 FJ2016C177)的阶段
性成果。
关于郑成功出兵台湾前荷兰东印度公司内部的这段插曲，史学界并未予以忽略，荷据时代史
的相关论文论著中，提及此事的并不在少数。③为何在台湾当局一再请求增援的情况下，巴达维
亚总部依然不打算让樊特朗的舰队长期驻留台湾，而是企图 “藉此派强大舰队前往大员的机
会”，实施进攻澳门的计划呢?④从前的论者多是站在郑成功复台之战的框架内进行分析，将关注
焦点集中在战前巴达维亚总部与台湾当局之间对郑成功进攻台湾威胁的看法分歧，以及郑成功对
敌麻痹策略的成功运用上，而对事件的另一个方面———进攻澳门计划却大都一笔带过，并未深入
探究。因此，虽然这些分析的确言之成理，且有不少论据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该问题已经没有
继续挖掘的余地。事实上，从葡萄牙手中夺取澳门，可谓是巴达维亚总部当时最为重要的战略计
划之一，为此他们不惜冒着削弱台湾防御的风险。甚至当 1661 年 8 月巴达维亚总部已经收到郑
成功大举进攻台湾的消息，慌忙派遣舰队增援时，总督马特索科尔依然向台湾当局发出指示:
“一旦那里的事情告捷，对国姓爷的战争取得胜利，则尽力派出最强大的舰队前往澳门，以完成
去年因国姓爷攻打福岛的威胁而搁置下来的攻击澳门的任务。”⑤东印度公司为何对澳门如此执
着?如果我们跳出原有的框架局限，在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思考问题，便可以发现荷兰殖
民者对进攻澳门可谓是酝酿已久，而这一计划的产生、实施、搁置、重启乃至最终破产，实际上
与台湾、与 17 世纪中前期东印度公司眼中澳门与台湾的战略地位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
文便以《荷兰人在福尔摩沙》 (即东印度公司官方档案 《东印度事务报告》中有关台湾部分)
等荷方资料为主要依据，尝试从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战略布局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17 世纪前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眼中的澳门与台湾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 1602 年，是荷兰政府在东方推行殖民贸易扩张的全权代表。1619
年，东印度公司占领巴达维亚，并将其作为公司在亚洲的总部。为了确立荷兰在亚洲的商业霸
权，“取代葡人与西人以中国货物对日本贸易，从而在日本换取大批银两”，⑥东印度公司急欲在
中国沿海获得殖民据点。而 17 世纪早期葡萄牙殖民者占据下的澳门，正是当时西方获取中国商
品的窗口，也是对日本等地转口贸易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1622 年，巴达维亚总部正式决定派
兵夺取澳门，如能成功，便可以“阻止敌人与中国的贸易，并使我们能够得到这一贸易”，可谓
一举两得之计。⑦但为保险起见，荷方也在考虑其它的备用方案。所以在这一时期，台湾海峡地
区的澎湖和台湾也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早在 1604 年，就有中国海商向荷方提供情报，称 “若欲肥而槖，无以易漳者;漳故有彭湖
屿在海外，可营而守也。”⑧由此引发了同年由韦麻郎率领的荷兰舰队入侵澎湖，要求与明朝方面
通商，后被明将沈有容喻退一事。⑨此次入侵虽然失败，却助长了荷兰殖民者对台湾海峡地区的
觊觎。因此到了 1622 年进攻澳门之时，巴达维亚便做了两手准备:“若攻占澳门的计划不可行或
不能成功，则按我们的建议在澳门或漳州附近寻找地方筑堡驻守，依我们之见，澎湖或 Lequeo
Pequeno (台湾及小琉球)将适用于这一目的。”⑩1622 年 6 月，由雷约兹率领的荷兰舰队进攻澳
门失败，于是按计划侵占澎湖，却遭遇明朝军民的坚决反击，处境日益不利。1624 年 8 月，荷
方最终与明朝福建当局私下达成协议，同意撤出澎湖，转往台湾驻扎。此后，荷兰殖民者便以台
湾南部的大员港为中心，开始了其在台湾长达 38 年之久的殖民统治。可以说荷方殖民台湾的历
程，从一开始便与澳门有着不小的关系。而且在东印度公司眼中，当时的台湾相比澳门和澎湖还
处于次要位置，“找不到可让大船出入的适当海港，因为最适当之一的大员港，涨潮时水深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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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5 到 16 呎 (voet)。”瑏瑡只是在夺取澳门失败，在澎湖又面临明朝强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荷方
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将台湾作为他们的落脚点，然而这一殖民贸易基地日后的发展，远远超出
了他们的想象。
17 世纪 30 年代，成为了澳门和台湾的命运交错点。随着葡萄牙和日本之间商业往来的发
展，不少葡萄牙传教士也开始进入日本传教。在其作用下，日本天主教势力发展迅速，至 17 世
纪 30 年代已形成相当规模，甚至在 1637 年爆发了有众多天主教信徒参与的九州岛原人民大起
义，这引起了德川幕府的高度警惕。由于葡萄牙传教士多以商人为掩护，并利用贸易作诱饵来达
到传教的目的，瑏瑢德川幕府开始切断与葡萄牙的贸易联系。1639 年，日本当局正式禁止澳门的葡
萄牙人赴日贸易，“甚至于连一斤的丝，一匹他们带去的漂亮的丝织品，都不许他们出售，他们
必须很伤心地，无所作为地把这些货物运回去，而且还完全拒绝他们去日本交易，无论何时，如
果再去日本，［货物］将被烧毁”。瑏瑣另一方面，澳门转口贸易商品输出的另一重要地区———西班
牙殖民者控制下的马尼拉也因西班牙王室的命令，于 1633 年中止了与澳门的往来。“澳门———长
崎贸易的丧失与澳门———马尼拉贸易的受限制，对澳门的葡萄牙人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
击。”瑏瑤另一方面，从 17 世纪 30 年代起，澳门的葡萄牙人也失去了进入广州贸易的特惠待遇。葡
萄牙商人不能直接到广州市场自由出售与选购货物，而只能与前来澳门贸易的中国商人交易，交
易量少，货源不足，使其对亚洲、非洲与欧洲的转运贸易大受影响。瑏瑥 “因此葡萄牙人的状况，
看起来不只在日本不好，在澳门也很坏了。”瑏瑦而其对手荷兰殖民者还不断派出舰队，袭击往返澳
门的商船。1641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又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战略咽喉要地马六甲，从此控制了
后者进入东亚的大门，让澳门更加孤立无援。在这一系列因素影响下，澳门的贸易不可避免地出
现了明显的衰退。
与此相反，荷兰人在台湾却时来运转。1634 年，经过多年的政治军事较量，荷方与明朝福
建当局终于就贸易问题达成共识，台湾与福建之间的海上贸易得以迅速发展起来，“从中国运到
大员的各种货物日益增多，使我们不必担心中国商品不足而是忧虑仓库资金缺乏。”瑏瑧不久之后，
荷方的主要竞争对手葡萄牙人又被彻底逐出日本市场，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
贸易。1640 年，台湾大员的转口贸易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输出货物总值超过 770 万荷盾，是
1628 年的 11 倍以上。瑏瑨而台湾本地的生产也还大有潜力可挖，这让其成为了东印度公司眼中的一
块宝地。他们兴奋地宣称:“这块土地是锡兰 (Ceylon)所无法与之相比的，那里有适宜的气候、
净洁健康的空气，以及肥沃的土地，而且处于强大政权的管辖之外，居住着愚昧无知的土著，与
强大的中华帝国相望，从那里流亡而至的贫苦、勤劳的中国人数目之多，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要
求。”瑏瑩随着台湾与澳门地位的消长，荷方对夺取澳门也不再那么渴望。1639 年，巴达维亚总督范
·迪门便认为，最好是将澳门的葡萄牙人孤立起来，让他们不打自灭，如果动用武力进攻，反而
可能影响到台湾的贸易:
如果赶他们出澳门，没有中国人的准许，我们仍无法在那里驻扎。假如我们采取此
行动 (按我们的能力完全可以做到)，冒险极大，不但不能在广州取得贸易权，而且会
失去大员，所以事情需倍加谨慎、理智地处理，三思而后行。瑐瑠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了解到，17 世纪前期，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眼中，澳门最初占有着重
要的战略地位。为了开展与中国和日本的贸易，排除葡萄牙的竞争，荷方急欲将澳门置于自己的
控制之下。而台湾只是位列澳门甚至澎湖之后的替补选择。然而到了 17 世纪 30 年代末，东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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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台湾的经营大获成功，同时在与葡萄牙的贸易殖民竞争中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葡萄牙殖
民者在澳门的处境每况愈下，已经不足以对荷方构成威胁。因此荷方眼中台湾与澳门的地位亦发
生了逆转，原先进攻澳门的计划遂遭搁置。既然如此，为何到了 17 世纪中期以后，澳门又重新
成为了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部的重要目标?这当中同样和台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17 世纪中期台湾的形势变化与东印度公司的战略调整
1634—1640 年，是东印度公司在台转口贸易的兴盛时期，但不久之后，新的挑战就随之而
来。从 1641 年开始，大员的转口贸易呈现出了停滞不前的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 17
世纪 40 年代以后，大陆与日本之间的直接海上贸易航线得以开通，台湾作为中日贸易中转站的
作用大减。二是中国内战加剧，特别是 1644 年清军入关后，战火迅速向南方蔓延，令当地的商
品生产和运输受到严重破坏。三则是由于大员方面对中国商品质量和价格的要求愈发苛刻，加上
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各地对中国商船的劫掠，导致以郑芝龙、郑成功等为代表的中国海商势力与
荷方的关系恶化。瑐瑡因此许多中国海商不再踏足大员，而是直接将货物运往日本出售，使荷方无
法收购到足够的中国商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市场被中国海商所占领。如 1643 年，荷方便
哀叹“今年整个南风季节，从一开始，所有从北方运来该处 (指大陆泉州安海)的商品，不管
好的坏的，都被商人买走了，装上戎克船，继续运往日本，以致 Jocxsim 无法买到我们屡次催促
的那些商品。……我们很伤心，今年将只有中国人在日本贸易，而我们，照他们的作法看来，将
只有失望而已。”瑐瑢
面对大员转口贸易的困境，东印度公司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有人对台湾的前景持悲观态
度，甚至认为大员已经“无用”了。但大部分人依然主张继续发展在台湾的事业。如东印度公
司长崎商馆馆长奥菲尔特瓦德尔便认为:“如此有利之贸易地，即使比从前利益减少，因与邻接
各地之友谊上，亦应继续也。如此作为系在防止被战争吞没现有利益，且依靠有利农业及其他，
亦不值妨碍公司所收巨大利益。尤其目前正在成长中，年年均有显著改善，一般收入、征税等，
均将增加至令人难以置信之程度之故。”瑐瑣正如他所言，17 世纪 4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东印度公
司的大力经营与掠夺，加上大陆战乱导致众多难民涌入，台湾本地的商品生产出口与各项税收收
入均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这使得荷方在大员转口贸易陷入停滞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继续维持在台
湾的盈利。瑐瑤
所以，尽管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最高领导机构———阿姆斯特丹的十七人董事会为了打破转口贸
易僵局，一再指示巴达维亚应派出使节联络清朝，请求对方开放贸易，但巴达维亚方面最初的态
度依然消极。1649 年，巴达维亚总督范·代·莱恩便在给十七人董事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可
以肯定，他们不会让我们的使节通行。希望您能认识到这一点，并相信，他们渴望得到我们的资
金和货物，有甚于我们想得到那里出产的丝绸、黄金等，因此只要有可能，无战乱阻碍，应赴汤
蹈火也在所不惜，与我们进行贸易。他们自己证实，而且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的国家若不输出货
物、输入白银，则难以存在下去。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不会把货物堆积着
不卖给我们。”瑐瑥可见，此时巴达维亚总部对台湾的贸易前景还是抱有信心的，认为只要继续坚持
下去，中国商人迟早会重新回到大员。然而到了 17 世纪 50 年代，一个新问题的产生终于让他们
再也无法乐观下去了，这个问题就是大员港航运条件的严重恶化。
大员港是台湾南部最优良的港口，也是荷方经营多年的殖民贸易中心，对东印度公司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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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整个东亚的海上贸易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正如本文之前介绍过的那样，荷方当初之
所以选择以此地为据点，实际上是在澳门与澎湖之外退而求其次的结果，因为大员自身的航运条
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港道水深较浅，大船出入不便。而这种情况从 17 世纪 40 年代
后期开始愈发严重。1649 年，巴达维亚便报告称，大员水道今年变得“极浅”，入口最深处也不
超过 12 荷尺。进入 17 世纪 50 年代后，大员港的水深更是常年维持在 10 到 11 荷尺的低位，有
时候甚至只有 8 到 9 荷尺。瑐瑦为了增加水道深度，荷方虽然考虑过引河水冲刷、建设新码头等多
种方案，但均因资金或技术方面的原因而无法实施。这让巴达维亚逐渐开始心神不宁:“最令人
担忧的是，海道将变得越来越浅，致使此价值连城的殖民地成为无用之地。”瑐瑧
可见，在东印度公司眼中，17 世纪中期台湾的转口贸易困境主要是外部因素所致，尚可以
通过各种手段加以解决，但如果大员港自身失去了航运机能，则不单是贸易，荷方在台湾的一切
都将无法挽回。因此 17 世纪 50 年代后，东印度公司开始调整其战略，积极地在大陆沿岸寻找新
的通商据点，以为其在台湾外多加一层保险。1652 年，此前长期在华传教的著名耶稣会士卫匡
国来到巴达维亚，告知东印度公司，如今清朝已控制中国大部分地区，而且其统治广州的藩王十
分欢迎外国人来华贸易。在其建议下，巴达维亚最终决定派遣使节访问清朝，请求对方允许东印
度公司在广州自由贸易。瑐瑨于是在 1653 年 1 月，由施合德尔所率领的船队正式从大员启程前往广
州，踏上了荷方首次出使清朝的历程。
三、清荷通商谈判的失败与东印度公司进攻澳门计划的重启
1653 年 2 月，施合德尔一行抵达广州，开始了与清朝方面的接触。使团在广州停留了一个
多月时间，先后得到了清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王耿继茂的接见。然而双方对通商的理解却南辕北
辙，施合德尔请求的是清荷之间的自由贸易，而清朝方面则以为荷方是来申请朝贡的。最后广州
当局表示此事自己无权做主，要求荷方派遣使节前往北京，拜见清朝皇帝。而由于广州当局曾允
许施合德尔一行在停留广州期间从事交易，荷方误以为广州的自由贸易已经向公司开放，“如果
我们的人下次再来时派出一使团前往北京，那么，毫无疑问，整个中国将为公司开放贸易。”瑐瑩巴
达维亚总部得到报告后深受鼓舞，决定派出船队前往广州贸易。1653 年 8 月，东印度公司的船
队再次抵达广州，却遭受了清朝方面的冷遇，不但行动被严密限制，所携带的货物也无法出售，
最终不得不一无所获地离开。“从这一切显然可见，尊贵的公司要在该地区通商的道路已完全被
切断了，对此，我们只好耐心地等候。”瑑瑠
1655 年，巴达维亚决定再次做出尝试，派遣大规模使团访问北京，向清朝皇帝正式请求通
商。使团从广州登陆后，于 1656 年 7 月抵达北京，并于 10 月 2 日觐见了顺治皇帝。为了达成目
的，东印度公司此行准备了丰厚的礼品，还耗费了巨额金钱疏通关系，然而最终得到的只是清朝
方面让其每八年来朝贡一次，每次成员不得超过 100 人，进京人数不得超过 20 人的答复，这让
荷方心灰意冷: “若等待信中规定的八年，公司的贸易将不会取得任何进展，也不会有什么意
义。但有一点使者可以肯定，即不必再费心筹办第二批使节。”瑑瑡
不过，清荷之间的通商谈判虽然失败，澳门却因此再次进入了东印度公司的视野。为了与清
朝接触，荷方多次派人前往广州。由于澳门与广州相距甚近，因此荷方使节在广州活动的同时，
也搜集了许多有关澳门的情报，从中得知葡萄牙人在当地的力量已经十分薄弱，可以轻易攻取。
如施合德尔便报告称:“据吾方所得报告，自印度或葡萄牙，三年间亦难得一次救援，该处守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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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仅有葡萄牙人百人，余为市民、混血儿等，既未领取月薪或给与，要其死守该地，不如求和为
佳，故唯要少数之兵，即可攻陷之。”而又有传闻称葡萄牙人由于处境艰难，可能将澳门转让给
西班牙，因此施合德尔认为机不可失，应趁早发动进攻，以免澳门复苏后重新成为荷方的威
胁。瑑瑢不过起初东印度公司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获取广州的自由通商上，并不打算节外生枝。然
而随着通商谈判尝试的接连受挫，荷方也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起这个问题了。
清荷通商谈判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十分复杂，如中西之间因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所
导致的沟通问题，以及清朝政府在对外交往上的保守观念等。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也在其
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那就是葡萄牙人的干扰和破坏。荷方在广州的通商企图，让澳门的葡
萄牙人感到深受威胁，于是他们与在华的耶稣会士联手，大肆散播对荷方不利的言论，甚至还用
中文上书清朝皇帝，历数荷兰殖民者历史上在中国沿海所犯下的罪行，提醒清朝不要引狼入
室。瑑瑣这种公关活动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清朝政府的态度。因此通商谈判失败后，荷方便将澳
门的葡萄牙人视为罪魁祸首，认为公司要想与清朝自由贸易，就必须先除去这块绊脚石。1654
年 1 月 19 日，巴达维亚总督马特索科尔便向十七人董事会发去了如下报告:
我们经考虑建议，当然以您的指令为准，攻占澳门是我们获得广州贸易的唯一途
径。因为只要这一无赖的民族占据澳门，即使我们能获得广州的自由贸易，也会因他们
从中作梗，使我们耗费资金和精力，而若我们能占领澳门则可避免这些麻烦。瑑瑤
虽然马特索科尔分析得头头是道，但他也明白，此时的东印度公司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施
这一计划。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至 17 世纪 50 年代已经在亚洲夺取了大片殖民
地，成为一个辽阔的帝国，但也因此陷入了过度扩张、四面树敌的窘境，在应付外敌的同时，还
要镇压各处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加上 1652—1654 年间荷兰全国又忙于同另一个资本主义新兴强
国———英国之间的战争，无暇对亚洲提供增援。所以巴达维亚手头兵力十分吃紧，对进攻澳门暂
时“无能为力”。不过，如果说东印度公司最初想要重启进攻澳门的计划，还只是为了除去与清
朝自由通商的障碍的话，那么此后大员方面依然持续而来的坏消息，则为该计划又增添了一层新
的重要含义。
如前所述，17 世纪 50 年代，大员港水道已经十分淤浅。这给荷方在当地的贸易航运增添了
极大的困难与风险。由于水深不足，大型船只不得不在港外停泊，进出港口装卸货物的工作只能
交给小船进行。这种做法不但费时费力，而且一旦遭遇大的风浪，大小船只便均有遇难的危险。
加上台湾海峡本来就是自然环境复杂的航行高危区域，因此当地每年事故频发，让荷方蒙受巨大
损失。这种状况在 17 世纪 50 年代中期达到了顶点，单是 1654 年一年，东印度公司开往台湾的
11 艘船只中就有 4 艘遇难，死亡 134 人，资金损失超过 156597 荷盾。瑑瑥在以马特索科尔为首的巴
达维亚总部看来，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他们最害怕的方向发展:
目前甚至最有经验和胆量的海员也开始对这片风浪莫测的航行水域发怵，风暴一
起，死神便不断出现在他们眼前 (因为福岛没有优良港湾)。大员海道仍保持原来的深
度，根据人们的判断，除小型船只外，没有船只可以在那里行驶，除非大自然会改变这
种情形，不然公司在大员贵重的资产将因此困境而逐渐丧失，久而久之，大员将成为无
用之地。”瑑瑦
屋漏偏逢连夜雨，1656 年 6 月 27 日，郑成功又在厦门发布公告，决定在 100 天后断绝大陆
与大员之间的贸易联系，以报复荷方一直以来对中国海商的恶劣对待。瑑瑧这一禁令持续了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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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久，使得大员的贸易更加一落千丈，当地大陆人也纷纷离开。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巴达维
亚逐渐对大员的前景丧失信心，考虑将贸易转移到鸡笼 (今台湾基隆)或其它地方，但遭到了
台湾当局的坚决反对。荷兰台湾长官西撒尔认为:“中国人无论如何不愿舍弃大员前往鸡笼与我
们贸易，不仅因为他们已习惯于大员，而且大员水道的浅水对他们毫无影响 (他们驾小帆船从
中国前去贸易)。”瑑瑨但马特索科尔依然保留着自己的看法:“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不是中国人而是
我们自己的处境”。可见在这一时期，东印度公司内部已经开始对台湾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而
在大员深陷贸易危机，与清朝自由通商又面临诸多障碍的情况下，从葡萄牙手中夺取澳门，让其
替代大员成为荷方新的贸易中心，便成为了巴达维亚总部眼中摆脱目前困境的关键。1658 年 1
月 6 日，马特索科尔在给十七人董事会的报告中，便道出了东印度公司进攻澳门计划背后的战略
企图:
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应仔细斟酌，占领澳门是否比北部的和平贸易更为重要，因
为我们现在发现，即使我们获许到中国贸易，那里障碍重重，贸易不可能持久，为避免
这些麻烦，我们必须像葡人在澳门和我们在大员那样，只能占领附近的一个地方展开贸
易。在我们看来，澳门是再合适不过了。但公司在大员和福尔摩莎这一困难地区需要收
缩，或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完全撤离，因为公司无论如何应脱离这一地区。瑑瑩
从东印度公司对进攻澳门计划的反复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澳门与台湾地位的变化。最初
在荷方眼中，台湾只是公司无法夺取澳门时的替代品。然而到了 17 世纪中期，澳门反而成为了
台湾的替代品。如果不是因为大员的贸易陷入严重困难，东印度公司恐怕不会积极地向清朝寻求
自由贸易，更不可能出现舍大员而取澳门的想法。不过，虽然此时澳门重新成为了巴达维亚眼中
的合适选择，但在得到十七人董事会的许可之前，他们依然不会轻易放弃台湾这块已经苦心经营
了多年的殖民地。于是在 17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随着东印度公司与以郑成功为首的郑氏武
装海商集团之间矛盾的日益激化，荷方不得不在澳门与台湾之间患得患失，并最终导致了一场鸡
飞蛋打的结局。
四、郑荷争霸与东印度公司对台湾澳门战略的彻底失败
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贸易之所以会陷入困境，除了大员港自身的航运条件恶化之外，荷方与
中国海商之间的关系逐步由合作走向竞争，同样也是关键原因之一。瑒瑠而 17 世纪 50 年代郑成功
的崛起，更使荷方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郑成功不但是实力强大的郑氏武装海商集团的领导人，同
时也是中国东南沿海抗清势力的领袖。为了获取更多商业利润，以支持其与清朝的战争，郑成功
对海外贸易尤为重视，极力发展郑氏武装海商集团的贸易，在继续控制日本市场的同时，还积极
地向东印度公司的传统势力范围东南亚扩张。荷方对此自然十分恼怒:“如果让国姓爷这样继续
交易下去，公司的胡椒将变得完全腐败无用了。”瑒瑡他们开始在海上不断袭击郑成功的商船，以破
坏其贸易，甚至企图联合清朝对郑成功开战。因此随着 17 世纪 50—60 年代郑荷矛盾的激化，加
上郑成功在大陆抗清战局的日渐不利，其可能进攻台湾的消息也开始不胫而走。荷兰台湾当局对
此惊恐万状，不断要求巴达维亚总部加强台湾的防御，而后者对此的心态却颇为复杂。
在巴达维亚看来，要加强台湾的防御，势必要投入相当的力量，但由于各地战争以及贸易利
润衰退的影响，东印度公司的财政已经不很宽裕，因此这对其而言是个沉重的负担。正如 C. E. S
所说:“他们无法忍受公司代表在福尔摩沙的花费远超过收益的作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姓爷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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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放出要入侵福尔摩沙的风声，当地的公司代表就被迫要持续保持警戒，因而提高花费，光是这
招就足以击垮我们。”瑒瑢而自 17 世纪 50 年代以来，台湾已传出过多次郑成功即将进攻的消息，到
头来却均是虚惊一场，这也让巴达维亚总部有了一种 “狼来了”之感，认为 “这种有关国姓爷
的谣言已流传多年，不必信以为真”。瑒瑣可另一方面，虽然此时台湾的地位已经有所下降，但毕竟
还是当时荷方在东亚最重要的殖民地，巴达维亚又不敢置之不理，“以免万一事情有不好的结局
而有人指责我们对此重视不够，粗心大意地拿公司珍贵的福岛和大员去冒险。”瑒瑤因此台湾当局的
求援，让巴达维亚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处境。
巴达维亚总部的两难处境，更体现在澳门与台湾的问题上。17 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台湾方
面的贸易困境，东印度公司急欲打开新的对华通商渠道。在此情况下，夺取澳门便逐渐成为了其
眼中扭转局势的关键。而且到了 17 世纪 50 年代后期，荷兰的劲敌英国也开始积极地向澳门扩张
势力，这更触动了东印度公司敏感的神经:“久而久之，葡人将把澳门置于英国人的保护之下，
这将真正地成为公司脚下的一根硬刺。”瑒瑥因此十七人董事会一再敦促巴达维亚方面尽快实施进攻
澳门的计划。然而在郑荷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台湾的防务同样是令人忧心的问题。一旦荷方将手
头有限的兵力、财力投入到夺取澳门当中，势必会耽误对台湾的增援。而如果选择增援台湾，则
夺取澳门就更加遥遥无期，这使得巴达维亚总部心急火燎。最终，他们提出了一个好像能够
“两全其美”的战略，那便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其在 1660 年给增援舰队指挥樊特朗所下达的指
示:视郑成功发动进攻与否，以决定其是驻防台湾还是进攻澳门。
但是，这个指示却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悖论，那就是郑成功并非莽撞无谋之辈，既然荷方已
经派遣了援军，他又怎会贸然发动进攻呢?所以按巴达维亚的想法，实际上这支援军最终的去向
只有一个，而这点是他们在事后也承认的:“只要舰队停泊在那里，国姓爷就会等待观望，而不
会轻举妄动，他是否居心叵测，等我们的舰队撤出以后，就会清楚。因为舰队停泊在那里一无所
获，那一地区无力长期蓄养这样一支舰队。”瑒瑦这段话暴露了巴达维亚内心的真正盘算，他们派遣
援军，恐怕只是为了回应台湾当局的请求，尽到表面上的义务。然而巴达维亚并不相信郑成功真
的会在此时发动进攻，更没有余裕让这样的兵力长期闲置在台湾，因此按他们的设计，当援军到
达台湾，确认郑成功没有发动进攻之后，便可以抽身而去，履行其真正的使命———进攻澳门计
划了。
于是，樊特朗到达台湾后不久，便态度强硬地要求揆一允许其率部前往澳门。C. E. S 指责樊
特朗此举是出于私心，想将澳门的财富据为己有。瑒瑧但正如本文论述过的那样，巴达维亚此前一
直都在搜集有关澳门的情报，并以此制订进攻澳门的计划。而樊特朗不但正是这一计划的实施
者，而且从巴达维亚前往台湾途中也曾在澳门停留过，瑒瑨理应清楚当地实际上的困难处境，又怎
会认为有油水可捞呢?所以他恐怕只是依照巴达维亚的意思行事。正因为有总部的撑腰，樊特朗
才敢于如此与台湾当局对抗。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像巴达维亚所预想的那样，站在以揆一为首的
台湾当局立场上，他们根本不可能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允许樊特朗的舰队离开，所以还是强行将
后者留在了台湾。樊特朗怒而返回巴达维亚，并拉走了援军中的所有军官。而巴达维亚方面得知
此事后更是大为光火，认为台湾当局的自作主张彻底破坏了公司夺取澳门的计划，进而打算撤换
揆一，直到郑成功大举进攻的消息传来后才如梦方醒。巴达维亚方面看似兼顾台湾与澳门的方
案，反而激化了其与台湾当局的矛盾，加剧了郑成功复台之战前荷方内部的混乱，最终非但没能
夺取澳门，更失去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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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 年，郑成功出兵收复台湾，这是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商业殖民霸权的致命打击。
为了挽回其在经济和声望上的损失，荷方急于夺回台湾，然而单凭自身力量又难以击败郑成功，
所以不得不请求与清朝结盟，共同对抗郑方。为了向清朝示好，荷方再次搁置了进攻澳门的计
划:“我们绝不能这样做，不然将引起鞑靼政府的强烈反感，只能为自己树敌，而我们正担心这
一点。因此，若他们反对，我们则不宜前去攻打 (澳门)。”瑒瑩1663 年，清荷联军击败郑军，攻占
金门、厦门等地。1664 年，荷方还重新占领了台湾鸡笼地区。但是，虽然清朝同意了联合作战，
可对荷方最为关心的问题，即战后台湾归荷方所有，并允许后者在大陆沿海自由贸易这两大要
求，则迟迟不愿给出承诺，加上清军水师实力有限，难以承担进攻台湾的任务，所以这一联盟最
后还是无疾而终。荷方转而专心经营鸡笼，“为招致中国商人，应尽一切手段，因该地为达公司
目的，嗣后暂为便利处所之故。”瑓瑠但 1665 年后，由于清朝的海禁迁界政策日趋严厉，东印度公
司在中国沿海已经无利可图，瑓瑡不得不开始实施战略收缩，于 1668 年主动放弃鸡笼，将其经营重
点逐渐由太平洋沿岸转移到印度洋沿岸，而其以台湾或澳门为基地开展对华贸易的企图，也从此
彻底化为了泡影。
结 语
1660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部与台湾当局之间，就派遣舰队的使用问题发生了激
烈的冲突。巴达维亚总部虽然应台湾当局的请求派出了增援舰队，却并不打算让其长期驻守台
湾，而是急于将这支舰队用于进攻澳门。这主要是出于两点原因:一是巴达维亚对郑成功战略动
向的误判及其与台湾当局之间的矛盾，二则是当时东印度公司对于进攻澳门计划的高度重视。学
术界此前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第一点上，对第二点却较少涉及。而如果我们对东印度公司进攻澳
门的计划追根溯源，便可以发现这一计划的产生、实施、搁置、重启，无不与台湾有着密切的联
系，是 17 世纪中前期澳门与台湾在荷方眼中地位变化的体现。而它的最终破产，也正是东印度
公司在澳门与台湾之间举棋不定、顾此失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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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al relations among various theoretical forms． The inherent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Marxisms philosophy
form， provides the legitimacy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ms urban philosophy．
(4)Macao and Taiwan in the Eyes of Dutch Colonists in the 17th Century
Chen Si爛 99爛
From early 17th century to mid 17th century，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had planned to take Macao
from Portugal many times for the purpose of Asian colonial trade． If go back to the root of this plan， we
will find its production， implementation， shelving and reopening were all closely linked with Taiwan．
This reflected the changes in the status of Macao and Taiwan in the eyes of Dutch colonists in the fighting
for maritime hegemony in East Asia in 17th century． Becaus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hesitated to
make a decision， the plan to attack Macao was finally bankrupt．
(5) Ｒesearch on th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Ｒeform and O-
pening Up
Zheng Dahua爛 109爛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of ideas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from the end of Cultural Ｒevolution till the
end of the 1980s was on one hand based on the return to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restoring the
basic framework established before the Cultural Ｒevolution．  Besides， the studies focused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On the other hand， innovations appeared in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perspectives
in the corresponding period． After the 1990s， more and more scholars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his-
tory of ideas and the history of new culture， especiall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with the in-
troduction of research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Western concept history， new cultural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They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afte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history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has increasing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fter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In the future， the study of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discipline awarenes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theory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
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expand the fields of research and horizons， remove the dogmatic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sinicize or  indigenize the introduced Western research theories and
methods．
(6)Mobility and Ｒeflections on Cold War in Post-World War II American Ｒoad Narratives
Liu Ying爛 144爛
The 1950s and 1960s are era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ld war， consumerism， suburbanization， severe
racism， and budding civil rights movement． Faced with such unstable political climate and growing social
conflict， American road narratives confronted these problems rather than avoided them． By analyzing the
experience of driving a car， sharing a car or taking a bus on the road，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Am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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